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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研究中, 品牌承诺被认为是消费者抵御品牌负面信息的关键, 高承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不易

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然而实验表明, 这一过程会受到自我调节导向的调节：当消费者处于促进型调节导向

的时候, 低承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显著下降, 而高承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不受影响; 当消费者处于防御调

节导向的时候, 无论其品牌承诺高低, 品牌态度均会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这是因为处于防御调节导向的时

候, 高品牌承诺消费者的态度保护动机受到抑制, 难以对品牌负面信息产生抵抗作用。研究还发现促进型调

节导向的消费者较防御型调节导向的消费者更不容易受到品牌负面信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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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和大众媒体

的发达, 各种各样的品牌丑闻事件不断冲击着人们

的眼球, 从 2008 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到 2010 年的

“丰田汽车召回事件”, 从肉制品行业的“双汇瘦肉

精事件”到化妆品行业的“雅芳贿赂门事件”。层出

不穷的品牌丑闻和负面信息在让消费者对品牌的

信心受到沉重打击的同时, 也让企业管理者和学术

界重新审视一个话题：应该如何在确保产品质量安

全 的 前 提 下 做 好 品 牌 的 危 机 管 理 。 Pennings, 
Wansink 和 Meulenberg (2002)指出, 营销者要正确

处理品牌危机, 首先必须了解消费者为什么以及如

何对危机做出反应。这也成为品牌丑闻研究领域的

一个重要方向, 即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消费者在面对

品牌丑闻信息时的不同反应机制来为企业制定针

对性的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在研究中, 学者们尤其

重视品牌承诺对负面信息的抵御作用。如 Ahluwalia, 

Burnkrant 和 Unnava (2000)指出, 高承诺消费者的

品 牌 态 度 受 到 负 面 信 息 的 影 响 较 小 ; Ahluwalia, 
Unnava 和 Burnkrant (2001)认为高承诺消费者对品

牌的其他非丑闻属性的态度不容易受到丑闻属性

的影响; 王海忠、田阳和胡俊华(2010)发现, 高承诺

的消费者对承诺品牌的态度受其他关联品牌负面

信息的影响比低承诺消费者要小。可见, 现有研究

虽然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品牌承诺在消费者

应对品牌丑闻信息中的作用, 但其基本结论却趋于

一致, 即高承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难以被负面信息

所改变。 
然而 , 这一结论是否总是成立呢？Ahluwalia

等(2000)和王海忠等(2010)在研究中均发现 , 虽然

高承诺消费者比低承诺消费者较不容易受到负面

信息的影响, 但面对负面信息时其对承诺品牌的态

度仍然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从现实来看, 在

“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 虽然丰田汽车并未对我国

消费者造成实质上的损害, 但仍有 63%的受访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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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将改变原来购买丰田汽车的计划而选择其他品

牌, 其中不乏丰田品牌的忠实用户。可见, 并不是

所有的高承诺消费者都会主动抵御品牌负面信息

带来的影响, 品牌承诺发生作用的机制可能会受到

其他因素的调节。由于自我调节导向 (regulatory 
focus)能够从目标、动机和信息评价方式等多个方

面影响消费者的决策(Pham & Avent, 2004), 因此

本文将它作为调节变量, 研究其在品牌承诺抵御负

面信息机制中的调节作用, 以期为品牌负面信息方

面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新的借鉴和指导。 

2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2.1  品牌丑闻对消费者的影响机制 
品牌丑闻是指企业营销过程中发生的关于产

品、服务或企业整体的具有较大破坏性和传播性的

事件, 也可称为品牌负面事件。由于品牌负面信息

与正面信息相比, 具有更高的可诊断性, 消费者在

进行品牌评价的时候, 占有更多的权重, 对消费者

决策更具参考价值(Ahluwalia et al., 2000; Roehm & 
Tybout, 2006), 因此品牌丑闻往往会显著降低消费

者对公司和品牌的态度(Ahluwalia et al., 2000), 给

企业通过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品牌资产造成灾难

性的损害。但另一方面, 并不是所有消费者都会被

负面信息所影响, 从而对品牌形成负面态度, 其中

的 关 键 取 决 于 消 费 者 的 动 机 是 准 确 性 动 机

(accuracy motivation) 还 是 保 护 性 动 机 (defense 
motivation) (Ahluwalia, 2002 ; Wood & Quinn, 
2004)。准确性动机是人们进行信息加工的主要目

的, 即弄清楚事物客观真相的愿望; 它使人们相对

无偏的, 全面地去加工和处理信息, 以求获取尽可

能真实的结果, 在这种动机下, 人们会更加倾向于

规避风险, 因此会重点关注负面信息, 这就增强了

负面信息的可诊断性, 导致负面效应的出现。保护

性动机受先前态度和信念的影响, 是人们确认喜欢

定位的有效性并否定相反定位的有效性的愿望; 它

通常由于人们具有较高的承诺水平或者事物具有

非常重要的价值而形成。保护性动机下人们并非以

完全客观的方式来加工这些信息, 而是存在一定的

偏差倾向, 它会导致人们辩解与态度不一致的信息

并接受态度一致的信息, 因此会降低负面信息的可

诊断性和影响。 
2.2  品牌承诺在消费者面对品牌丑闻时的作用

和机制 
品牌承诺是消费者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对品牌

的 依 赖 , 以 及 与 品 牌 保 持 长 期 互 动 关 系 的 愿 望

(Ahluwalia et al., 2000)。作为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

一种心理联结, 承诺对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和行为具

有显著的影响和预测作用。Traylor (1983)发现, 高

品牌承诺的消费者很少考虑产品的价格, 当其钟爱

的品牌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们会到其他地方搜寻该

品牌。Beatty, Lynn 和 Pamela (1988)认为对品牌高

承诺的消费者具有较高的行为忠诚, 除了经常的重

复性购买外, 即使当其他品牌在做促销的时候, 他

们也会选择承诺品牌而不是促销的品牌。Chaudhuri
和 Holbrook (2001)发现, 消费者的品牌承诺和对品

牌的正面口碑宣传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同时, 高

承诺的消费者还展现出对品牌提价的更高的免疫

能力。 
在负面信息研究领域, 品牌承诺被认为是消费

者抵御负面信息的重要心理变量, 高承诺的消费者

由于品牌间存在强烈的情感依附关系, 当他们感觉

到对承诺品牌的态度受到潜在威胁的时候, 会产生

态度保护动机, 并采用一系列的方式来避免出现认

知失调。例如通过对负面信息的抗辩(counterargue)
来降低负面信息的可诊断性, 从而减少负面信息的

影响 (Ahluwalia 等 , 2000); 综合采用偏差性同化

(biased assimilation)、降低负面属性权重(attribute 
weighting)和最小化负面信息影响(minimize impact)
三 种 策 略 来 减 少 负 面 信 息 对 自 身 态 度 的 影 响

(Ahluwalia, 2000); 或者通过将品牌负面信息进行

外部归因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对喜爱品牌的态度(王

海忠, 江红艳, 江莹, 张实, 2010)。值得指出的是, 
如前文所述, 人们在面对品牌负面信息时的不同动

机(准确性动机和保护性动机)才是导致其态度变化

的关键因素, 品牌承诺只是让动机发生变化的态度

强度变量(Ahluwalia, 2000)。Ahluwalia 等(2000)的
实证研究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持, 他们发现, 对于

高 承 诺 的 消 费 者 , 由 保 护 性 动 机 所 导 致 的 抗 辩

(counterargue)是影响他们态度变化的中介变量：承

诺水平越高, 保护性动机和抗辩就越强, 品牌态度

变化越小; 而对于低承诺的消费者, 由于准确性动

机替代了保护性动机, 影响态度变化的中介变量不

再是抗辩, 而是负面信息的感知可诊断性：承诺水

平越低, 准确性动机越强, 负面信息的感知可诊断

性越强, 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也越大。 
2.3  自我调节导向、品牌丑闻和品牌态度的关系 

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是人类的本能, 1997 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 Higgins 提出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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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差异, 可以从自

我调节导向的角度认识这一过程。他将人类的自我

调节导向分为两个独立的系统, 即促进型调节导向

(promotion focused)和防御型调节导向 (prevention 
focused), 当人们追求好的结果的时候 , 处于促进

调节导向, 当人们规避坏的结果的时候, 属于防御

型调节导向。不同自我调节导向的人在目标、动机

和决策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促进型调节导向管理

与抱负、成就有关的需求和目标(所希望的东西),强
调正面结果的最大化; 而防御型调节导向则管理与

安全、责任相关的需求和目标(应有的东西), 更加

强调避免负面结果的产生。相应地, 促进调节导向

会使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 倾向于变化和冒险, 更

加关注“收益”, 而对潜在负面后果不敏感。在追求

目标的策略方面, 促进调节导向的个体喜欢采取渴

望—接近策略追求目标, 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获

得”还是“没有获得”; 而防御调节导向的个体在追

求目标时更喜欢采取警惕—规避策略, 他们会更多

地考虑“损失”与“不损失”问题。在对信息的评价方

式上, 促进型导向的个体更多地依赖自身情感而不

是实质性信息 , 但防御型导向的个体则刚好相反 , 
他们更多地依赖实质性信息而不是自身内部的情

感(Pham & Avent, 2004)。这是因为, 一方面, 当人

们处于警惕的时候, 会更加依赖于外部信息而不是

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Bless, Mackie, & Schwarz, 
1992); 另一方面 , 风险规避的个体会更加注重基

于 实 质 性 信 息 的 有 逻 辑 的 分 析 过 程 (Friedman & 
Forster, 2000)。因此, 促进调节导向的消费者对情感

线索更加敏感, 而处于防御调节导向的消费者则更

加关注实质性信息, 倾向于通过理性分析进行判断。 
高品牌承诺者之所以会主动抵御负面的品牌

信息, 主要是由于他们和品牌之间强烈的情感依附

关系所致(Ahluwalia, 2000), 此时他们的思维过程

往往是一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非理性决策。但当

人们处于防御调节导向的时候, 情况则可能会有所

不同。一方面, 根据 Pham 和 Avnet (2004)的观点, 
防御型导向的个体会更加关注实质性信息而不是

情感线索, 倾向于通过对情况的理性判断来做出评

价和决策, 因此, 人们可能会理性地评估负面信息

带来的影响而不是仅凭对该品牌的一腔热情就对

负面信息进行抵御。另一方面, 防御调节导向的个

体会更加关注安全和责任, 他们对负面信息更加敏

感并往往采用“警惕-规避”策略 , 以避免潜在负面

结果的出现(Higgins, 1997; Pham & Avnet, 2004)。

因此, 防御调节导向的个体对于品牌负面信息更多

的是一种“准确性动机”, 即弄清负面信息的真相并

规避其可能带的负面影响; 而不是“保护性动机”, 
即通过主观的信息加工来保护自己的先前态度。根

据 Ahluwalia 等(2000)的研究, 当“准确性动机”居于

主导地位时, 原本高品牌承诺发挥作用的机制会受

到抑制, 难以对品牌负面信息产生抵抗作用。所以

我们认为, 处于防御调节导向的消费者, 无论消其

品牌承诺是高还是低, 品牌态度都会显著下降。 
假设 1：处于防御调节导向的时候, 品牌负面

信息对高承诺和低承诺的消费者的品牌态度都会

产生负面影响。 
当人们处于促进调节导向的时候, 会更加关注

与成就、理想、抱负相关的东西(Higgins, 1998), 一

方面他们的思想会更加开放, 倾向于变化和冒险并

且对负面结果不敏感, 另一方面, 在作出决策的时

候会更多地利用情感线索进行感性决策(Pham & 
Avnet, 2004)。此时, 我们预期高承诺的消费者会在

品 牌 情 感 的 驱 使 下 产 生 态 度 保 护 动 机 。 根 据

Ahluwalia 等(2000)和 Ahluwalia (2000)的研究, 当

“保护性动机”居于主导地位时, 消费者可能会采取

抗辩等多种策略来降低负面信息对自身品牌态度

的影响, 因而其态度难以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 而

低承诺的消费者由于没有强烈的先前态度和情感, 
也就不会产生态度保护动机, 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得

他们会以相对客观的方式加工品牌负面信息, 其品

牌态度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较大。 
假设 2：处于促进调节导向的时候, 低承诺消

费者会受到品牌负面信息的影响, 高承诺的消费者

不会受到品牌负面信息的影响。 
假设 3a：自我调节导向对品牌承诺抵御负面信

息机制的调节效应通过消费者的保护性动机的中

介作用来实现。 
假设 3b：自我调节导向对品牌承诺抵御负面信

息机制的调节效应通过消费者的准确性动机的中

介作用来实现。 

3  实验 1 

3.1  方法 
3.1.1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自我调节导向：促进型 vs.防御

型)×2(品牌负面信息：有 vs.无)组间设计。  
3.1.2  实验材料 

实验采用“佳能”测试品牌, “佳能”数码相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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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拥有大量忠实的“粉丝”, 有利于检验品牌承

诺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品牌丑闻是虚拟的, 以避

免对接触过该丑闻的被试的实验结构造成影响。丑

闻描述的是部分消费者投诉佳能数码相机的质量

问题。 
3.1.3  实验流程及变量测量 

有品牌负面信息的问卷分为 3 个部分。首先给

被试呈现“佳能”的品牌 LOGO 以及品牌简介, 并让

被试对“佳能”的品牌承诺和熟悉度进行评价, 品牌

承诺的测量采用了 Beatty 等(1988)使用的量表, 包

含 3 个测项：如果我喜爱的品牌在商店里没有, 那

么选择其他品牌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

我对 XX 品牌具有高度忠诚; 当其他品牌做促销的

时候, 我会购买促销品牌而不是 XX 品牌; 其中测

项 1, 3 为反向计分题目。 
接下来被试将阅读到自我调节导向的操纵材

料。对自我调节导向的操纵采用了 Lee, Keller 和

Sternthal (2010)的方法 , 即要求被试阅读如下情

境：“想象一下你正在玩一个游戏, 你已经赢得了

1200 元的奖励, 但在你刚刚结束的一局中, 你输掉

了。现在游戏的主持人给你两个选择。”一半的被

试会接触到强调潜在损失或非损失的防御型调节

导向信息, “如果你选择 A, 你必须放弃 800 元的奖

励 ; 如果选择 B, 你有三分之二的机会会输掉那

1200 元, 还有三分之一的机会不会输掉那 1200 元”; 
剩下一半的被试会接触到强调潜在获得或不能获

得的促进型自我调节导向信息, “如果你选择 A, 你

将保留获得奖励中的 400 元; 如果你选择 B, 有三

分之二的机会你不会获得那 1200 元, 还有三分之

一的机会可以获得所有 1200 元的奖励。为了确认

该方法对被试自我调节导向操纵的有效性, 我们按

照朱华伟、涂荣庭、林倩蓉和涂碧桂(2009), Pham
和 Avnet (2004)等采用的方法进行了前测。40 名学

生被试(男性 22 人, 女性 18 人)被随机分为两组参

与了测试, 每组 20 人。他们在分别阅读强调潜在损

失或非损失的防御型调节导向信息和强调潜在获

得或不能获得的促进型自我调节导向信息后, 被要

求填写 3 个决策。每个决策采用 7 点量表测量, 包

含两个对立的选项, 分别是：(1)我更愿意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 vs 我更愿意作大家公认的正确的事情; (2)
当我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的时候, 我更愿意进行一

次美妙的旅行 vs 偿还我的贷款; (3)做一件事情, 我

更愿意听从我内心的指引 vs 为了履行我对别人的

承诺, 我必须去做。在每一决策中, 较大数值对应

防御型调节导向, 较小数值对应促进型调节导向。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 阅读强调潜在获得或不能获

得信息的被试在 3 个选项上的均值为 2. 53(标准差

0.68), 阅读强调潜在损失或非损失信息的被试在 3
个选择项上的均值为 4. 62 (标准差 1.21), 两者之间

差异显著, F(1,38) = 45.08, p < 0.001。这说明本实验

采用的控制自我调节导向的方法是有效的。 
在第三部分中, 被试将首先阅读到关于“佳能”

数码相机的丑闻信息, 然后对“佳能”数码相机的品

牌态度、事件的严重性、材料熟悉度、被试的投入

度 等 进 行 报 告 。 因 变 量 品 牌 态 度 的 测 量 采 用 了

Ahluwalia (2000)的方法, 包括“很好/很差、很喜欢/
很不喜欢、非常正面/非常负面” 3 个测项。问卷最

后是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信息。对于不需要呈现

品牌负面信息的控制组, 在完成操纵任务之后, 依

次测量对“佳能”品牌的态度、投入度, 并填写人口

统计信息。 
3.2  结果 

实验在某高校学生中以课堂发放问卷的方式

进行, 共回收有效问卷 163 份, 其中男性 75 人, 占

46%, 女性 88 人, 占 54%。 
在有丑闻组中, 被试对丑闻材料的评价结果为, 

丑闻信息严重性(M = 4.56, SD = 1.47, n = 80)、丑闻

信息可信性(M = 4.74, SD = 0.84, n = 80)和较低的

熟悉度(M = 1.66, SD = 0.89, n = 80), 符合正式实验

的要求。 
按照中值 4 对被试的品牌承诺进行了分组(所

有品牌承诺值为 4 的均划归于低承诺组, 低承诺组

被试 87 人, 高承诺组被试 76 人), 高承诺组的承诺

水平(M = 4.85, SD = 0.49)显著大于低承诺组(M = 
3.38, SD = 0.66), F(1,161) = 253.12, p < 0.001。 

自我调节导向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1,155) = 
3.89, p < 0.1; 品牌承诺的主效应边缘显著, F(1,155) 
= 3.40, p < 0.1; 品牌丑闻的主效应显著, F(1,155) = 
25.54, p < 0.001。 

对二维交互效应进行分析。自我调节导向和品

牌丑闻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1,155) = 3.44, p < 0.1, 
防御型调节导向情况下 , 有丑闻组品牌态度(M = 
4.23)小于无丑闻组(M = 5.18), F(1,80) = 21.04, p < 
0.001; 促进型调节导向情况下 , 有丑闻组品牌态

度(M = 4.74)小于无丑闻组(M = 5.20), F(1,79) = 
5.40, p < 0.05, 但防御型导向情况下品牌态度下降

(M = 0.95)比促进型导向情况下(M = 0.46)更为剧烈; 
自我调节导向和品牌承诺的交互作用显著, F(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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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p < 0.05, 防御型调节导向情况下, 低承诺

组品牌态度(M = 4.76)与高承诺组无差异(M = 4.63), 
F(1,80) = 0.32, p > 0.1; 促进型调节导向情况下, 低

承诺组品牌态度(M = 4.71)显著小于高承诺组(M = 
5.26), F(1,79) = 8.17, p < 0.05; 品牌丑闻和品牌承

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155) = 3.44, p > 0.1。 
三维交互效应方面, 方差分析显示, 自我调节

导向、品牌承诺、品牌丑闻的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 
F(1,155) = 4.64, p = 0.033 < 0.05。我们将品牌承诺

作为连续变量, 将自我调节导向、有无品牌负面信

息作为虚拟变量, 并构造三者的两两交互项以及三

维交互项, 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 构造回归方程。

数据显示, 回归模型的 R2 = 0.29, 品牌承诺、自我

调节导向和丑闻有无的三因素交互项系数显著(b = 
‒1.51, t = ‒2.79, p < 0.01), 结果与方差分析一致。 

当被试为防御型调节导向时, 品牌丑闻的主效

应显著, F(1,78) = 20.64, p < 0.001; 品牌承诺的主

效应不显著, F(1,78) = 0.083, p > 0.1, 品牌丑闻和

品牌承诺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见图 1)，F(1,78) = 
0.343, p > 0.1。这说明, 当被试处于防御调节导向

的时候, 无论品牌承诺高低, 品牌态度均受到负面

信息的影响显著下降, 假设 1 得到证实。 
当被试为促进型调节导向时, 品牌丑闻的主效

应显著, F(1,77) = 6.08, p < 0.05; 品牌承诺的主效

应显著, F(1,77) = 10.12, p < 0.05, 品牌丑闻和品牌

承诺的交互作用显著 F(1,77) = 6.93, p < 0.05 (见图

2)。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低承诺水平下, 
是否接触品牌丑闻信息对被试有显著影响, F(1,40) 
= 16.96, p < 0.001, 有丑闻组的品牌态度(M = 4.23)
显著低于无丑闻组(M = 5.15); 在高承诺水平下 , 
是否接触品牌丑闻信息对被试无显著影响, F(1,37) 
= 0.11, p > 0.1，详细结果见表 1。这说明, 处于促

进调节导向的时候, 品牌丑闻总的来说会让人们的

品牌态度发生改变 , 但对不同承诺人们的影响不

同：高品牌承诺被试的品牌态度难以被负面信息影

响, 低品牌承诺被试的品牌态度因为受负面信息影

响而显著下降, 假设 2 得到证实。 
3.3  实验 1 小结 

实验 1 通过对自我调节导向的操纵, 研究了其

对品牌承诺抵御负面信息机制的调节作用, 实验结

果基本支持了假设 1 和假设 2。但实验 1 未涉及对

于不同类型消费者面对丑闻时的信息加工机制(假

设 3)的探讨。在理论构建阶段, 我们认为自我调节

导向之所以会对品牌承诺对负面信息的抵制产生

调节作用, 是因为当消费者处于防御型调节导向的

时候, “准确性动机”会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抑制高品

牌承诺对先前态度的保护作用。事实是否如此, 我

们将通过实验 2 来做进一步的验证。 
 

 
 

图 1  实验 1 三维交互效应(防御型) 
 

 
 

图 2  实验 1 三维交互效应(促进型) 
 

表 1  实验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调节导向 承诺分组 丑闻有无 品牌态度 标准差 样本量

防御 低承诺 有丑闻 4.32 1.02 21 
  无丑闻 5.15 1.12 24 

 高承诺 有丑闻 4.13 0.86 20 
  无丑闻 5.22 0.62 17 

促进 低承诺 有丑闻 4.23 0.58 20 
  无丑闻 5.15 0.83 22 

 高承诺 有丑闻 5.28 1.00 19 
  无丑闻 5.25 0.78 20 
 

4  实验 2 

4.1  方法 
4.1.1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品牌承诺：高 vs.低)×2(自我调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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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促进型 vs.防御型) × 2(品牌负面信息：有 vs.
无)组间设计。 
4.1.2  实验材料 

与实验 1 用同一品牌来区分高低品牌承诺不同, 
在实验 2 中我们通过不同品牌来操纵品牌承诺这一

变量。我们选择了快餐行业的著名品牌“肯德基”作

为高承诺品牌, 为了尽量避免跨行业、跨产品品类

等额外因素的干扰, 我们选择与“肯德基”生产类似

产品的“德克士”作为低承诺品牌。选取 20 名前测

被试对“肯德基”和“德克士”的品牌承诺进行评价, 
结果显示, 肯德基的品牌承诺(M = 5.03, SD = 0.94)
显著大于德克士(M = 2.91, SD = 0.81), F(1,38) = 
60.91, p < 0.001, 符合实验要求。 

品牌丑闻是根据 2007 年 3 月发生的肯德基使

用“虑油粉”及反复使用煎炸油事件改编而成, 在材

料中除了陈述刺激品牌使用“虑油粉”的事实外, 还

较为客观地介绍了在炸鸡中反复使用煎炸油带来

的危害。为了防止被试在实验前已经了解了实验材

料中所涉及的品牌丑闻, 我们希望选取被试熟悉度

较低的品牌丑闻作为实验材料。因此我们采用 7 点

语义差别量表对负面信息的严重程度、可信程度以

及熟悉度进行了测评, 20 名前测被试对这 3 个变量

的评价均值(标准差)分别为 5.80(1.20), 4.65(1.46)和
2.50(1.64), 表明被试认为该材料有较高的严重性、

可信性和较低的熟悉度, 符合正式实验的要求。在

正式实验中 , 高承诺品牌“肯德基”和低承诺品牌

“德克士”使用的品牌丑闻材料, 除品牌名称不同外, 
其余信息均保持一致。 
4.1.3  实验流程及变量测量 

有品牌负面信息的问卷分为 3 个部分。首先给

高承诺组和低承诺组被试分别呈现“肯德基”和“德

克士”的品牌 LOGO 以及品牌简介, 并让被试对两

个品牌的品牌承诺和熟悉度进行评价, 品牌承诺的

测量参考了 Ahluwalia 等(2000)的研究, 包含“我对

XX 有很高的忠诚度”; “即使在 XX 要排长队, 我也

不会选择其他餐厅”; “尽管其他餐厅在做促销, 我还

是会选择 XX” 3 个测项, 为 7 点里克特量表, 1 代表

非常不同意, 7 代表非常同意; 品牌熟悉度由“我对

XX 非常了解”和“我对 XX 非常熟悉”两个测项组成。 
接下来对被试的自我调节导向进行操纵。张

黎、郑毓煌和吴川(2011)发现, Pham 和 Avnet (2004)
所使用的“梦想和责任”方法效果较好, 因此本实验

也采用了这一方法。具体来说, 对于促进型的操纵

是让被试仔细回想其在儿童时代的梦想和渴望, 以

及列举其在现在的梦想和渴望; 对于防御型的操纵

是让被试仔细回想其在儿童时代的责任和义务, 以

及列举其现在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部分中, 首先高承诺组和低承诺组被试将

分别阅读到关于“肯德基”和“德克士”的煎炸油丑闻, 
并分别对两个品牌的品牌态度、准确性动机、态度

保护动机、性别、年龄等进行报告。品牌态度的测

量同实验 1; 准确性动机和态度保护动机的测量均

根据 Ahluwalia (2002)的研究改编而来, 保护性动

机包含“我觉得 XX 品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即

使是真的, 也有情可原, 不会影响到我对 XX 的看

法”、“无论如何, 我都会支持 XX 品牌”三个测项; 
准确性动机包含“我希望了解事实的真相和后果 , 
无论我对 XX 喜爱与否”、“我会客观地看待这一事

件, 不受我对 XX 主观情绪的影响”、“如果 XX 公

司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我会表示谴责”三个测项。

最后, 为了对自我调节导向的操纵进行检验, 每名

被试都被要求填写“朋友题” (Sengupta & Zhou, 
2007; 张黎等, 2011)。具体地, 每名被试会看到 6
条维系友谊的策略, 包括“我情愿为好朋友做出奉

献”、“为好朋友腾出时间, 我不会忽略他们”、“我

会对好朋友忠诚和爱护”、“与好朋友保持联系, 我

不会和他们失去联络”、“我会在情感上支持好朋

友”、“为好朋友保守秘密, 我不会在背后说他们闲

话”, 其中符合促进型和防御型导向的策略各 3 项, 
被试需要从 6 项策略中选择 3 项。 

对于不需要呈现品牌负面信息的控制组, 首先

给高承诺组和低承诺组被试分别呈现“肯德基”和

“德克士”的品牌 LOGO 以及品牌简介, 并让被试分

别对其品牌承诺度和熟悉度进行评价; 接着让被试

接受自我调节导向的操纵材料刺激并进行操纵检

验; 在完成操纵任务之后, 测量其对刺激品牌的品

牌态度, 并填写人口统计信息。 
4.2  结果 

实验在某高校学生中以课堂发放问卷的方式

进行, 共回收有效问卷 256 份, 其中男性 122 人, 占

47.7%, 女性 134 人, 占 52.3%, 平均年龄 20.7 岁。 
分别对高承诺组(肯德基)和低承诺组(德克士)

的品牌承诺进行计算 , 高承诺组的承诺水平(M = 
5.01, SD = 1.00)显著大于低承诺组(M = 3.13, SD = 
0.94), F(1,254) = 241.89, p < 0.001。 

首先, 对所有参与本次实验的被试的自我调节

导向进行了操纵检验。具体做法是, 对于 6 道朋友

题, 被试每选择一道反映促进型调节导向的策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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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而选择反映防御型调节导向的策略不得分。

由于每名被试只能从 6 个策略中选择 3 个, 所以每

名被试的得分都在(0, 3)的范围之内, 以反映出被

试 在 实 验 过 程 中 促 进 型 导 向 的 净 值 (Sengupta & 
Zhou, 2007; 张黎等, 2011)。方差分析显示, 促进组

的得分(M = 1.86, SD = 0.75, n = 132)显著大于防御

组(M = 1.03, SD = 0.74, n = 124), F(1,254) = 77.54, p < 
0.001。因此, 本次自我调节导向的操纵获得成功。 

自我调节导向的主效应显著, F(1,248) = 4.17, 
p < 0.05; 品牌承诺的主效应显著, F(1,248) = 53.67, 
p < 0.001; 品牌丑闻的 主效应显著 , F(1,248) = 
38.98, p < 0.001。  

对二维交互效应进行分析。自我调节导向和品

牌丑闻的交互作用显著, F(1,248) = 4.38, p < 0.05, 
防御型调节导向情况下 , 有丑闻组品牌态度(M = 
3.77)小于无丑闻组(M = 5.05), F(1,122) = 28.96, p < 
0.001, 促进型调节导向情况下 , 有丑闻组品牌态

度(M = 4.42)小于无丑闻组(M = 5.04), F(1,122) = 
6.44, p < 0.05, 但防御型导向情况下品牌态度下降

(M = 1.28)比促进型导向情况下(M = 0.62)更为剧烈; 
自 我 调 节 导 向 和 品 牌 承 诺 的 交 互 作 用 不 显 著

F(1,248) = 0.84, p > 0.1; 品牌丑闻和品牌承诺的交

互作用边缘显著, F(1,248) = 3.11, p < 0.1, 有丑闻

的情况下, 低承诺者的品牌态度(M = 3.40)小于高

承诺者(M = 4.80), F(1,126) = 39.64, p < 0.001, 无

丑闻的情况下, 低承诺者的品牌态度(M = 4.63)小
于高承诺者(M = 5.49), F(1,126) = 15.48, p < 0.001, 
但有丑闻情况下品牌态度下降程度(M = 1.36)比无

丑闻情况下(M = 0.86)更大。 
三维交互效应方面, 方差分析显示, 自我调节

导向、品牌承诺、品牌丑闻的三因素交互作用边缘

显著, F(1,248) = 3.59, p < 0.1。当被试为防御型调节

导向时, 品牌丑闻的主效应显著, F(1,120) = 33.13, 
p < 0.001; 品牌承诺的 主效应显著 , F(1,120) = 
19.59, p < 0.001, 品牌丑闻和品牌承诺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见图 3)，F(1,120) = 0.008, p > 0.1。这说明, 
当被试处于防御调节导向的时候, 无论品牌承诺高

低, 品牌态度均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显著下降, 假

设 1 得到证实。 
当被试为促进型调节导向时, 品牌丑闻的主效

应显著, F(1,128) = 9.03, p < 0.05; 品牌承诺的主效

应显著, F(1,128) = 35.63, p < 0.001; 品牌丑闻和品

牌承诺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 4), F(1,128) = 7.03, p 
< 0.05。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在低承诺水

平下 , 是否接触品牌丑闻信息对被试有显著影响 , 
F(1,66) = 15.75, p < 0.001, 有丑闻组的品牌态度(M 
= 3.51)显著低于无丑闻组(M = 4.70); 在高承诺水

平下 , 是否接触品牌丑闻信息对被试无显著影响 , 
F(1,62) = 0.06, p > 0.1 (见表 2)。这说明, 处于促进

调节导向的时候, 品牌丑闻总的来说会让人们的品

牌态度发生改变, 但对不同承诺人们的影响不同：

高品牌承诺被试的品牌态度难以被负面信息影响, 
低品牌承诺被试的品牌态度因为受负面信息影响

而显著下降, 假设 2 得到证实。 
 

 
 

图 3  实验 2 三维交互效应(防御型) 
 

 
 

图 4  实验 2 三维交互效应(促进型) 
 
消费者面对品牌丑闻时的动机被认为是决定

其 态 度 的 关 键 因 素 (Ahluwalia, 2000; Ahluwalia, 
2002), 因此我们以有丑闻组的数据为基础进一步

考察被试的动机。保护性动机量表的α系数为 0.95, 
准确性动机量表的α系数为 0.88。我们用准确性动

机均值减去保护动机均值, 正值说明该被试的准确

性动机高涨超过了保护性动机; 负值则说明该被试

的保护性动机强于准确性动机而居于主导地位。配



6 期 田  阳 等: 品牌承诺能抵御负面信息吗? 871 

 

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当被试处于防御型调节导

向的时候, 无论是高承诺还是低承诺, 动机差都为

正, 低承诺组 M = 2.71, SD = 1.60, n = 32, t(31) = 
9.59, p < 0.001; 高承诺组 M = 1.07, SD = 1.69, n = 
30, t(29) = 3.46, p < 0.01。这说明对于防御型调节导

向的被试, 当其承诺较低时, 准确性动机非常高而

保护性动机非常低, 因而动机差较大; 而随着品牌

承诺的提高 , 被试的保护性动机虽然有一定提高 , 
但准确性动机仍然居于主导地位, 因而动机差较小

但仍为正。这也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理论假设, 即处

于防御调节导向的消费者, 高品牌承诺发挥作用的

机制会受到抑制, 难以对品牌负面信息产生抵抗作

用。当被试处于促进型调节导向的时候, 低承诺组

M = 2.01, SD = 1.79, n = 33, t(32) = 6.45, p < 0.001; 
高承诺组 M = ‒0.71, SD = 1.86, n = 33, t(32) = 21.9, 
p < 0.05。这说明对于促进型调节导向的被试, 当其

品牌承诺较低时, 准确性动机居于主导地位; 而当

品牌承诺较高时, 虽然准确性动机仍具有较高的水

平, 但此时保护性动机高涨超过了准确性动机(动机

差变为负值), 从而对消费者的态度起决定性作用。 
 

表 2  实验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调节导向 承诺分组 丑闻有无 品牌态度 标准差 样本量

防御 低承诺 有丑闻 3.30 1.20 32 

  无丑闻 4.56 1.42 32 

 高承诺 有丑闻 4.27 1.26 30 

  无丑闻 5.57 1.01 30 

促进 低承诺 有丑闻 3.51 1.09 33 

  无丑闻 4.70 1.38 35 

 高承诺 有丑闻 5.33 1.34 33 

  无丑闻 5.41 0.99 31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变量之间的关系, 我们按照

Baron 和 Kenny (1986)的方法, 对自我调节导向进

行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检验。由于无丑闻组既没有准

确性动机也没有保护性动机, 因此, 我们仅以有丑

闻组的数据进行计算。 
首先检验假设 3a (见表 3)，以品牌态度为因变

量, 以品牌承诺、自我调节导向(虚拟变量)和二者

的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R2 = 0.77, 交互项系

数显著(b = ‒0.44, t = ‒3.26, p < 0.01), 说明自我调

节导向的调节作用显著。接下来, 以保护性动机为

因变量, 以品牌承诺、自我调节导向(虚拟变量)和
二者的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R2 = 0.79, 交互

项系数显著(b = ‒0.28, t = ‒2.22, p < 0.05)。第三步, 
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 以品牌承诺、自我调节导向

(虚拟变量)、二者的交互项和保护性动机为自变量

进行回归, R2 = 0.80, 交互项系数显著(b = ‒0.33, t 
= ‒2.59, p < 0.05), 保护性动机的系数显著(b = 0.37, 
t = 4.16, p < 0.001), 根据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

(2006)的研究, 这说明自我调节导向的调节效应部

分地通过消费者的保护性动机而起作用, 从而验证

了本文的假设 3a。 
接下来检验假设 3b (见表 4)，第一步自我调节

导向的调节作用已验证, 直接进入第二步, 以准确

性动机为因变量, 以品牌承诺、自我调节导向(虚拟

变量)和二者的交互项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R2= 0.29, 
交互项系数显著(b = 0.75, t = 3.17, p < 0.05)。第三

步, 以品牌态度为因变量, 以品牌承诺、自我调节

导向(虚拟变量)、二者的交互项和保护性动机为自

变量进行回归 , R2 = 0.77, 交互项系数显著 (b = 
‒0.45, t = ‒3.22, p < 0.05), 准确性动机的系数不显

著(b = 0.02, t = 0.36, p > 0.1), 根据温忠麟、张雷和

侯杰泰(2006)的研究, 这说明自我调节导向的调节

效应完全通过消费者的准确性动机而起作用, 从而

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3b。 
4.3  实验 2 讨论 

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 增大样本量, 通过

不同的品牌来操纵品牌承诺, 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对自我调节导向进行操纵, 进一步检验了假设 1 和

假设 2。此外, 我们还对被试在面对品牌负面信息 
 

表 3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检验(假设 3a) 

 品牌态度 动机差 品牌态度 

因变量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值 p 值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值 p 值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值 p 值 

品牌承诺 0.99 15.95 0.000 0.95 16.31 0.000 0.63 6.14 0.000 

调节导向 0.25 1.88 0.062 0.097 0.79 0.43 0.20 1.70 0.091 

交互项 ‒0.44 ‒3.26 0.001 ‒0.28 ‒2.22 0.029 ‒0.33 ‒2.59 0.011 

保护性动机 —— —— —— —— —— —— 0.37 4.1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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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检验(假设 3b) 

 品牌态度 动机差 品牌态度 

因变量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值 p 值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值 p 值 
标准化回 

归系数 
t 值 p 值 

品牌承诺 0.99 15.95 0.000 ‒0.64 ‒5.83 0.000 0.99 14.25 0.000 

调节导向 0.25 1.88 0.062 ‒0.44 ‒1.92 0.058 0.25 1.91 0.059 

交互项 ‒0.44 ‒3.26 0.001 0.75 3.17 0.002 ‒0.45 ‒3.22 0.002 

准确性动机 — — — — — — 0.02 0.36 0.715 

 
时的态度驱动因素—— 动机进行了测量和计算 , 
以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机制。研究发现, 消费者在面

对品牌负面信息时的保护性动机和准确性动机是

影响其品牌态度变化的中介变量, 其中保护性动机

是部分中介变量, 准确性动机是完全中介变量, 从

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3a 和 3b。实验数据表明, 无

论品牌承诺高低, 绝大多数被试都具有较高的准确

性动机, 即他们希望获取事实的真相并且规避负面

影响, 并且这一动机在防御性调节导向的情况下被

进一步提升和强化, 这有可能是因为目前中国市场

上充斥着各种品牌丑闻, 消费者对包括承诺品牌在

内的所有品牌都持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所不同

的是态度保护动机随着品牌承诺的变化而呈现出

不同, 高承诺者在处于促进型调节导向的情况下态

度保护动机强度会超过准确性动机, 从而使其维持

原有的品牌态度。 

5  讨论与结论 
5.1  理论贡献 

在品牌负面信息的研究中, 品牌承诺的作用历

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Ahluwalia 等(2000)的研究发

现, 品牌承诺是消费者抵御品牌负面信息的关键变

量, 高承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不易受到负面信息的

影 响 , 这 一 结 论 也 得 到 了 后 续 研 究 的 支 持

(Ahluwalia 等, 2001; Ahluwalia, 2002)。但本研究却

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高承诺消费者都会主动抵御品

牌负面信息的影响, 而是会受到消费者自我调节导

向的调节。只有在促进性调节导向的情况下, 高承

诺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不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 而

在防御型调节导向的情况下, 高承诺消费者的品牌

态度会因为受到负面信息的影响而显著降低。 
本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的作用

机制。Ahluwalia 等(2000)发现, 不同品牌承诺消费

者对品牌负面信息的反应取决于其动机：高承诺者

由态度保护动机主导 , 低承诺者由准确性动机主

导。我们认为, 高品牌承诺消费者在面对品牌负面

信息时并不总是态度保护动机占优, 而是会根据其

自我调节导向的不同而呈现出区别。当消费者处于

防御型调节导向的时候 , 会采用“警惕-规避”策略

的以避免负面结果的出现, 同时理性的思维模式也

让品牌承诺这一感性因素的作用受到抑制 , 因此 , 
即使是高承诺的消费者也会因为准确性动机较强

而压制了态度保护动机。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我

们的结论, 实验发现自我调节导向的调节效应通过

消费者的保护性动机和准确性动机这两个中介变

量而起作用。处于防御调节导向的时候, 无论品牌

承诺高低, 消费者的准确性动机强度都超过了态度

保护动机, 从而主导了品牌态度的变化, 品牌负面

信息对高、低品牌承诺消费者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两者的品牌态度都出现显著下降。处于促进调节导

向的时候, 在品牌负面信息的影响下, 高品牌承诺

消费者的态度保护动机较强而准确性动机相对较

弱, 因而品牌态度没有显著下降; 低品牌承诺消费

者则刚好相反, 准确性动机占据主要地位, 其品牌

态度下降幅度较大。显然, 本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

客观地认识品牌承诺在抵御负面信息中的作用, 使

其更加贴近于现实情况, 推动了品牌承诺理论和负

面信息研究领域的发展。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 防御型调节导向的消费

者较促进型调节导向的消费者更容易受到品牌负

面信息的影响。这一发现的理论价值在于：一方面, 
由于自我调节导向具有显著的跨文化意义, 因此它

有望对东西方消费者对负面信息的不同反应做出

合理的理论解释, 即西方消费者更多的是促进型调

节导向, 所以他们受品牌负面信息的影响要比防御

型调节导向的东方消费者更小; 另一方面, 在同一

文化领域内, 自我调节导向也有望作为除品牌承诺

外的细分市场的新要素, 并为企业应对品牌丑闻提

供新的策略指导。 
5.2  营销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企业进行品牌危机管理具

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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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可通过启动消费者的促进型调节导向这

一方式来抵御负面信息。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促进

型调节导向下的消费者对于风险更加不敏感, 高品

牌承诺者更不容易受到品牌丑闻的影响。因此, 当

出现负面信息时, 企业可以广告、促销等形式告知

消费者, 购买本品牌的产品可以获得的精神上和物

质上的利益 , 引导消费者“趋利”, 而不仅仅是“避

害”。例如, 在以促进型调节导向文化为主的美国, 
当 2010 年初丰田汽车召回部分型号的汽车之后, 
同时也针对其他车型推出了多种形式的销售促进

措施, 如降价、免费维修、低价租车等, 使得丰田

2010 年 3 月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反而大幅增长近

50%。由于人们的自我调节导向是可以通过情景诱

导而激发的(Wang & Lee, 2006), 所以当出现品牌

丑闻后, 企业在应对负面信息本身的同时, 完全可

以通过启动消费者的促进型调节导向来抵消负面

丑闻带来的影响。这也为企业应对品牌丑闻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路。 
其次, Ahluwalia 等 (2000) 曾提出企业应针对

不同承诺度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对于高

承诺的消费者, 针对感知诊断性的反应战略比辩驳

更加有说服力, 企业应向消费者表明, 所发生的负

面事件并不是本品牌独有的, 其他品牌也存在同样

的问题; 对于低承诺的消费者, 企业进行辩驳更加

有效, 例如质疑曝光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靠

性。但由于品牌承诺发挥作用只存在于促进型调节

导向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认为上述策略也仅对于促

进型调节导向的消费者是有效的。而对于防御型调

节导向的消费者, 则无论其品牌承诺高低, 都应采

取辩驳策略。 
第三, 我们虽然提出消费者的自我调节导向对

品牌承诺的作用具有调节效应, 但并不否认高品牌

承诺具有显著的削弱负面效应的作用。因此, 企业

仍应高度重视对消费者品牌承诺的培养。一方面通

过高质量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青

睐; 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各种顾客忠诚计划, 例如品

牌社群、会员积分计划等来维持与消费者之间的亲

密关系, 促进品牌承诺的形成。只有这样, 才有可

能让品牌在发生负面丑闻的时候, 把负面影响降到

最小。 
5.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 本

研究探讨了消费者的自我调节导向对品牌承诺抵

御负面信息的调节作用, 我们认为其核心机制是由

于不同调节导向影响了不同承诺消费者的动机所

造成的。但这一结果也可能存在其他的解释。例如, 
由于自我调节导向与信息的描述框架(获得或失去)
相匹配时, 信息的说服力更强(Lee & Aaker, 2004), 
使得防御导向的个体更容易被负面信息说服。在通

常情况下, 由于品牌承诺所导致的态度保护动机的

作用, 不同承诺的防御型消费者被负面信息说服的

程度会有所不同; 但在当这种框架匹配效应所导致

的负面信息说服力足够强, 强到能够抑制高承诺消

费者的态度保护动机的时候, 品牌负面信息对高、

低品牌承诺的防御型消费者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并

可能使两者之间没有差异, 从而呈现出与本研究相

同的结论。 
然而本研究的实验 2 发现, 消费者的动机在自

我调节导向和品牌承诺作用的关系之间起着中介

作用 ; 并且在防御调节导向的情况下 , 高承诺消

费者的态度保护动机依然会随着承诺的不同而变

化 , 只是由于准确性动机较高 , 压制了态度保护

动机。这也就在本研究中排除了上述特定假设的

可能性 (因为假如负面信息的说服力足够强的话 , 
那么高承诺的消费者也就不会保护他们先前的品

牌态度 , 高承诺消费者的态度保护动机应该与低

承诺者一样)。 
虽然这种特殊情况下的可能性不足以作为本

研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作用机制, 但自我调节导向

和负面信息的框架匹配所导致的负面信息说服力

问题依然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关注。 
第二, 根据 Ahluwalia (2000)的研究, 当消费者

具有态度保护动机时, 会综合采用偏差性同化、降

低负面属性权重和最小化负面信息影响三种策略

来减少负面信息对自身态度的影响。由于自我调节

导向和品牌承诺交互造成的保护性动机和准确性

动机的变化, 消费者对负面信息本身的严重程度和

可信性评价也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 这有待后续研

究进一步去挖掘和证实。 
第三, 本研究还发现防御型调节导向的消费者

较促进型调节导向的消费者更容易受到品牌负面

信息的影响, 而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机制, 也有待

进一步探索。 
第四, 本研究实验 1 中没有探讨保护性动机和

准确性动机在自我调节导向影响品牌承诺抵御负

面信息机制中的中介作用, 仅实验 2 对此进行了分

析, 因此这一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也需要通过未

来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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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在二维交互效应方面, 自我调节导向和

品牌承诺的交互作用, 以及品牌丑闻和品牌承诺的

交互作用实验 1 和实验 2 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虽

然这两个二维交互效应并不属于本研究主要探讨

的理论问题, 不会影响到主要假设的验证。但我们

仍然试图去探寻其背后的原因, 我们发现这两处不

一致可能都与两个实验区分品牌承诺的方式不同

有关系。实验 1 采用的是从同一个测试品牌区分出

高承诺组和低承诺组, 因此不同品牌承诺者的品牌

态度相差不大; 实验 2 采用的是品牌承诺度不同的

两个品牌, 因此其品牌态度无论是在接触丑闻前和

接触丑闻后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此外, 实验 2 中

选取的低承诺品牌“德克士”, 其整体品牌资产(本

文中体现为品牌承诺和品牌态度)要远小于实验 1
中的“佳能”和实验 2 中的“肯德基”; 由于许多研究

都(Ahluwalia, 2000; Klein & Dawar, 2004)证实, 原

有品牌资产越弱, 对品牌负面效应的抵御能力也越

弱, 所以“德克士”在遇到品牌丑闻时, 其品牌态度

会比“佳能”和“肯德基”下降得更多, 这也是造成实

验 1 和实验 2 存在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我们希望在

未来的研究中能继续探寻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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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evious research, brand commitment is regarded as the key factor for consumers to resist negative 

publicity, scholars generally agree that consumers who have high brand commitment are less likely to change 
their brand attitudes when they are exposed to the brand’s negative publicity. Bu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evidence shows that some of the high commitment consumers also lower their brand attitudes and even drop 
their purchasing behavior when facing the brand’s negative publicity. Thus, It is reasonable to infer that the 
effect of brand commitment on consumers’ responses to negative publicity could be dependent on certain 
conditions instead of linear. Based on the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regulatory focus 
can moderate the high commitment consumers’ resistance to the negative publicity. 

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at when consumers in prevention focus, no matter how 
high their brand commitment was, their brand attitudes would be lowered by the negative publicity; While when 
consumers in promotion focus, the low commitment consumers’ attitudes would be lowered and the high 
commitment consumers’ attitudes would remain the same.  

In study 1, a 2 (regulatory focus: prevention vs. promotion) × 2 (brand scandal: yes vs. no) 
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 was adopted. Firstly,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see the target brand CANON’s 
LOGO and introduction, reported their brand commitment and familiarity. Then, there regulatory focus were 
manipulated by using Lee, Keller and Sternthal (2010)’s method; Thirdly, participants in the scandal group were 
exposed to Canon’s negative publicity regarding its poor quality, and then reported their brand attitudes, 
involvements, etc, While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ported their brand attitudes and involvements 
without being exposed to the negative publicity. Two–way ANOVA analysis on brand attitudes foun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rand commitment and regulatory focus, and simple effec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when consumers’ prevention focus salient, the brand attitudes of participants with both high commitment 
and low commitment were lowered by the negative publicity; However, when the promotion focus salient, the 
low commitment consumers’ attitude was lowered but the high commitment consumers’ attitude did not change. 
In study 2, we re-tested the hypothesis by using a 2 (brand commitment: high vs. low) × 2 (regulatory focus: 
prevention vs. promotion) × 2 (brand scandal: yes vs. no) 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 We used KFC as the 
high commitment brand and DICOS as the low commitment brand, adopted the “Dream and Duty” method to 
manipulate the regulatory focus.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 phenomenon reported by study 1, 
we tested the participants’ accuracy motivation and defense motivation. The results supported our hypothesis, 
and what’ more, we found that when consumers in prevention focus, the accuracy motivation was dominated no 
matter the brand commitment was; when consumers in promotion focus, the high commitment people was 
dominated by defense motivation and the low commitment people was dominated by accuracy motiv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gulatory focus’ moderate effect to the brand commitment’s resistance 
mechanism to the negative publicity, which is a breakthrough of the classical conclusion. It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bout people’s reaction to brands’ negative publicity, which may benefit future research on 
consumers’ commitment and regulatory focus. Furthermore, i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n 
companies’ brand crisis management. 
Key words  brand commitment; negative publicity; regulatory focus; accuracy motivation; defense motivation 


